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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般被稱作貝類的軟體動物，屬於世界上已被發現之種類次多的一個動物門，現生種類約有十餘萬種，僅次於節肢動物，常見的有海螺、蝸牛、蛞蝓、文蛤、牡蠣、蚌、烏賊等。貝類因為種類繁多、形態變化極大，本身就是極為珍貴的自然資源。以其棲息之地區而大致可分為海水貝、淡水貝、及陸貝三大類。絕大多數的貝類生活在海洋裡，稱為海水貝，也包括棲息於潮間帶、淺海、或深海的種類。淡水貝的種類較少，生活於河川、湖泊、池塘、或水庫、水田、水溝等淡水環境中，包括腹足類的田螺、河蜷、椎實螺、扁蜷，以及雙殼類的蚌、蜆、蛤等。另有一些腹足類，如蝸牛及蛞蝓，可以生活在陸地，稱為陸貝，陸貝多棲息於溫暖、潮濕、林木較多而沒有陽光直射的地方。

貝類之所以必須生存於特定之環境，乃是經過長時間的發展過程而適應的，一旦其棲息的環境受到破壞，一般是無法立即調適的，同時又因其行動緩慢，無法像其他蟲、魚、鳥、獸等動物一樣，迅速逃離原來之棲地，多半因而死亡。依據此種特性，我們可由調查貝類在一定地區存在的種類與數量，來監測環境被污染的程度，這也就是德國生態學家Kolkwitz及Mars- son所提出的「指標生物」(biological indi- cator)的概念。

為使環境教育工作朝實踐、應用的層次發展，本篇報告分別針對海貝、淡水貝、及陸貝，提出貝類生物指標在這三類不同棲息領域中的應用，並概要性的介紹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自1987年成立以來，在這三方面所做的工作。

二、海貝生物指標與海域環境之監測

台灣四面環海，海域環境的保護對台灣的永續生存與發展極為重要，但是台灣海域的生態體系卻在近年來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原油、重金屬等污染在台灣海域屢次發生，綠牡蠣、祕雕魚等事件層出不窮，台灣海域環境的監測系統的建立已刻不容緩。其監測工作，除一般所使用的物理及化學監測方法之外，應配合以適當的生物監測，其原因如下：

1、只有活的生物體才能實際反應出生物體受害的情形。毒性物質之作用，受其他環境因子、及共存物質所影響，而生物本身也受當時時段性的、及長期累績性的因子所影響，所以物理及化學等儀器測量之結果，並不能代表示其對生物體實際毒性之大小。

2、由於不同生物各有其物種上的特異性，對各類毒物之反應不一，甚至某些對毒物特別敏感的種類，對低於現有儀器所能偵測到之濃度範圍也能反應，因此必須各別經研究篩選得最敏感、或最適宜的指標生物種。

3、生物監測的範圍具有彈性，可涵蓋各種的生命層次，可從生態系、群聚、族群、個體、器官、組織、細胞、到基因分子的層次，亦可從行為、生理、生化、到基因表現的層次，從致死到非致死，從急性到慢性，從短期到長期，從一代到多代，依時空地區的實際需要彈性選定不同生命層次作生物監視。

海域環境生態體系的監測、評估、及預警系統之建立，對環境保護的意義重大。如核電廠大量溫排水的排放，是否會危及海域環境必須經常加以監視，並提出預警，在造成實際重大危害之前得以防範。藉特定指標生物之反應，的確可預警環境之變化。但因為各種生物對同一程度之環境有害物質反應不一，有的較為敏感、有的卻頗具忍受性，所以在監測時常須同時使用一種以上的生物。原棲息於海洋中的某些貝類，因其在生態體系上的重要角色，就常被選擇作為這種監測用的良好生物物種。

由於各類毒物在海域環境的分布、溶解度、帶電性各不相同，又因經過生物食物鏈的擴大效應，以及生物對毒物之不同累積能力，使毒物即使在相同地區的不同生物間含量亦大不相同。因此生物監測系統在理論上應包括不同生態角色的生物，如生產者、初級消費者、及次級消費者，消費者又可再分為懸浮物攝食者及沈澱物攝食者，以充分反應出不同形式的污染源，如溶解的、或粒狀懸浮的污染源，經由食物鏈所造成的生物擴大作用(biomagnification)。

綜合考慮以上各種因素，通常可以找出又能代表各類生態角色，又能反應環境變化之生物種，例如美國加州以海帶(初級生產者)，Mystid shrimp(初級消費者，濾食性的浮游甲殼類)，紅鮑魚(初級消費者，吃食大型藻類之底棲軟體動物)及魚類(次級消費者，肉食性底棲魚類)等四種生物來監視當地的市區排放水。這四種海域生物對常見的毒物都很敏感，可用來監測市區排放水之毒性。又如在英國為了監測河口重金屬之污染，經調查當地之河口生物，結果發現沒有一種生物可以作為全能的指標生物種(universal indicator organism) (Bryan et al.,1985)。有的生物，如海草(Fucus vesiculosus)、清貝(Serobicularia plana)、及貽貝(Mytilus edulis)可以同時監測許多種重金屬，有的只用來監測某一種金屬，例如玉黍螺(Littorina littoralis)用在對鎘之監測。選用多重生物種(multiple species)時應考慮敏感物種與忍受物種之不同，選擇敏感物種固然對毒物敏感，但選擇忍受物種才能得到毒性累積的資料。

近年來生物科技進步，在毒物毒性監測時有許多新的判定方法，改進的評估方法包括色素的分光光度計測量、利用放射性的胸腺嘧啶測量DNA合成量、或經由分光螢光測量法直接測量DNA、利用放射性的胺基酸結合量來偵測蛋白質合成量、對生物胚胎、或對體外培養中的細胞發生的效應，檢定的範圍已擴展到細胞、和分子的層次。特別的測試方法結合了細胞毒性、胚胎發生毒性、基因毒性、異常的有絲分裂速度、有絲分裂後期的染色體異常連接(linkage)、斷裂(break)、或結構(dicentral, ring or shatter)等。雖然目前並沒有使用其做為生物檢定的基準，但這種生物科技或其他相關研究，可以增加毒性定量評估的基礎。

重金屬污染是台灣海域環境中最常發生的污染源之一，對生物的影響也最深。民國75年在二仁溪口及興達海域，發現銅含量達每公克2,190微克的綠色牡蠣，政府隨即取締當地的廢五金工廠並禁止養殖。但此後各地綠牡蠣事件仍時有所聞，如民國86年新竹香山地區發現每公克牡蠣銅含量高達764微克，另外又檢驗出含量相當高的鋅及砷，含鋅量達每公克1,828微克。牡蠣即為一種軟體動物，可經由攝食、呼吸、及表皮直接吸收，使水中重金屬離子累積於體內，經食物鏈累積可使體內重金屬含量不斷增高，不但對貝類本身有害，亦危害長期食用此類水產之人類。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在成立之早期，即曾著手研究海洋環境監測的貝類生物指標，探討重金屬離子對貝類的急毒性影響，研究以鳳螺(Babylonia formosae)為材料，探討最易被台灣南部工廠排放之金屬離子，如：鐵、汞、銅、鎘、鋅等在常溫(25℃)時對貝類之急毒性及累積效應。茲將重要結果介紹如下：

1、鳳螺對海洋環境中之危險因子(risk factors)極為敏感，可作為偵測海水中重金屬濃度變化的最佳工具。

2、海水中重金屬離子的濃度越高，則其對鳳螺的毒性越大。

3、各種重金屬的毒性強度依序為銅、汞、鎘、鋅、鐵。

4、重金屬在96小時的半致死濃度(LC50)分別如下：銅離子濃度為1.0ppm﹑汞離子濃度為2.2ppm、鎘離子濃度為9.0ppm﹑鋅離子濃度為18ppm，鐵離子因產生沉澱而未達LC50。

5、各種重金屬在96小時後累積情況分別如下：海水銅離子濃度1.0ppm時在鳳螺體內之累積量為92.3ppm，鎘離子濃度為10ppm時在鳳螺體內之累積量為314.9ppm，鋅離子濃度為20ppm時在鳳螺體內之累積量為972.4ppm。

6、低濃度重金屬對鳳螺的長期性累積效應，仍待進一步研究探討。而另以文蛤(Meretrix meretrix)為材料，探討在發電廠排放廢水處附近之最高溫(35℃)對貝類之影響時，則發現文蛤對溫度有較佳的耐受力，當環境中沒有其它不利因素存在時，即使將溫度升高至35℃，在96小時內仍維持75%的存活率。在不同溫度下，文蛤體內各部位離子累積與分佈，以文蛤鰓部累積最快，其次為消化系統。

訂定重金屬污染程度的標準並無現行之依據，一般所謂安全濃度(biological safe concentration)是對生物不會引起不良影響的濃度。但重金屬離子對生物體毒性之測試，常因生物種類、大小、暴露時間及水質情況而不同。如鐵離子易與海水中的氫氧離子作用產生褐色沉澱，一般對鳳螺不至達到半致死濃度。目前所認定之安全濃度，為半致死濃度(LC50)值的十分之一至百分之一之間。但是因為重金屬離子不易因日光照射、或細菌分解而消失，即使低濃度也能在生物體內逐漸累積而引起慢性中毒，且可經食物鏈最後轉移至人體內，對人類產生傷害，故其認定標準仍應多加研究。

當時的研究結果指出：以海棲貝類作為海洋環境監測的生物指標的確是可行之道，也對許多至今仍尚待解決的問題加以探討。配合同時期執行的行政院國科會科教處計畫：「台灣環境教育資料之研究及建立」，原正以實際海棲貝類進行海域環境監測的研究，使台灣海域環境調查資料的研析結果更加出色，甚或提昇海域環境的真實層面，但最後大部份的研究結果因故未能及時列入台灣海域環境的調查資料中，殊為可惜。

三、淡水棲貝類與水質等級之指標生物

多數種類的陸域貝類體型小，形狀普通，色澤也沒有海水貝鮮艷，故平常較不為人注意。事實上，不論在河流、湖泊、或池塘、沼澤之中，均有許多水棲貝類在淡水域生態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不同種類之淡水棲貝類對於不同之水質環境，均有特定之適應性，在水域遭受污染之時，生活於其中之水棲貝類相亦會隨之改變，早有學者以淡水棲貝類作為評估水質優劣之指標生物(biological indi- cator)，現在此方法已為歐美各國及日本採行於全民水質監測之環境教育上。

水質污染可以生物來評估，德國的污染生物學專家Liebmann依水質之有機污染程度，將水質分為貧腐水性(oligo- saprobic)，β-中腐水性(β-mesosapro- bic)，α-中腐水性(α-mesosaprobic)及強腐水性(polysaprobic)等四級，並記載各不同等級水質中之水生物。日本的津田松苗創生物指數法，特點是只看生物的種類而不看數量，將所採獲之肉眼能見的水生動物分為不耐污生物種(tolerant species, A)及耐污生物種(intolerant species, B)，生物指數(biological index, B.I.)值為2A+B，生物指數值大於30者為貧腐水性，在l5-29之間者則為β-中腐水性，6-14之間者屬於α-中腐水性，若生物指數值小於5則為強腐水性。其他方法有美國俄亥俄州之河流水質監測(Stream Quality Monitoring)法，係將水棲大型無脊椎動物粗分成三群，再求其累積指數值(cumulative index value)將水質分級。歐美各國一般較常用的是群落變異指數(community diversity index, C.D.I.)法，同時使用底棲生物的種類與數量作為評估標準，一般底棲生物的種類愈多，而每一生物種的個體數愈少，則C.D.I.值愈大，水質就愈好。

目前在台灣仍以傳統監測河川水質的化學方法為主，根據行政院環保署之河川水質污染等級之分類方式，把河川污染等級分成四級：(A)未受(或稍受)污染，(B)輕度污染，(C)中度污染，及(D)嚴重污染。評量之標準為生化需氧量(BOD)、溶氧量(DO)、氨-氮含量(NH4-N)、及水中懸浮固體(SS)。但化學檢驗法有其盲點，且因水是流動的，必須取相當多的樣品數據才會準確，而化學分析法需使用精密的儀器設備，再加上藥品消耗昂貴，檢驗人員必須經過較長時間的訓練才會操作準確，此外，取樣點距工廠之遠近，取樣之結果因取樣時間是否在工廠排放廢水之時間，誤差甚大。利用生物指標則無這些弊病，使用之工具簡單，生物判別只要稍加訓練幾乎人人可做，因此不論日本或美國都有一套以生物判斷水質之簡易方法，供一般市民就近監測住家附近水域之水質變化，當然不同國家所使用之指標生物種類各有不同。監測水質最簡易之指標生物法，通常以底棲無脊椎動物為主，除淡水棲貝類外，其他如蝦、蟹、昆蟲、水蛭、氈蚓等，亦可供作評定水質污染等級之指標生物。

台灣的指標生物研究已日受重視，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設置指標生物科以主司其事。目前配合河川水質污染程度之分類，現階段已可釐訂各級水質之指標生物。由於各河川之生物相有其地域性，而現階段卻缺乏全面性及長期性之調查資料，這些指標生物末必能完全適用於各河川中，故有關底棲動物之調查研究實有待積極進行。

由於水棲貝類各有其特定適應之水質及環境，世界上已有許多國家之環保機構，將淡水棲貝類作為評估水質等級之指標生物，提供全民共同監測住家附近河域之水質優劣。中山大學生科系成立後，曾在行政院環保署之委託下，著手推動高屏溪水域生態環境及其貝類生物指標之研究，建議調整在台灣的一般性河域污染指標貝類如下：

1、貧腐水性河域之指標貝類：貧腐水性河域是指未受或稍受污染之河域；在台灣此種水質之河域多屬河川的上游，其代表性的不耐污貝類生物種有川蜷(Semisulcospira libertina)、石田螺(Sinotaia quadrata)、塔蜷(Thiara scabra)及瘤蜷(Thiara granifera)等。

2、β-中腐水性河域之指標貝類：β-中腐水性河域是指輕度污染之河域；在台灣此種水質之河域多屬河川之中、上游，其代表性底棲貝類生物有釘螺(Oncomelania hupensis formosana)、田螺(Cipangopaludina chinensis)、錐蜷(Stenomelania plicaria)、及網蜷(Melanoides tuberculatus formosanus)等。

3、α-中腐水性河域之指標貝類：α-中腐水性河域是指中度污染之河域，在台灣此種水質之河域多屬河川中游，代表性的貝類有囊螺(Physa acuta)、椎實螺(Radix auricularia swinhoei)、扁蜷(Gyraulus spirillus)、及圓蚌(Anodonta woodiana)等。

4、強腐水性河域之指標貝類：強腐水性河域是指嚴重污染之河域，在台灣此種水質之河域多屬河川之中、下游，水呈黑褐色，往往發臭，代表性耐污貝類為福壽螺(Ampullarius canalicu- latus)及台灣蜆(Corbicula fluminea)。

有趣的是，在高屏地區研究發現福壽螺可以生長在污染嚴重之河域，但是在屏東地區常見的梯狀福壽螺，卻是生長在未受污染之清淨水域中，而台灣蜆是只有在高屏溪的大量黑色污泥沉積處才出現。

除了高屏溪生態環境及其貝類生物指標的研究外，中山大學生科系也曾在台灣電力公司的支援下，做過大甲溪水域生態環境的長期性調查，並在每年的生態研究隊中，特別包括軟體動物組，對台灣南部特定溪流中的貝類生物進行研究，研究的結果，對建立水域污染生物指標當然應有一定的價值。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所發展出的一套水質變化實驗室評估法，在進行大甲溪中游水域生態環境調查時，以實驗室養育貝種之產卵率、孵化率、及成長率，作為野生淡水貝類在河川水質變化時評估的參考模式。

近年來台灣地區的整體生態環境變化極大，除水質之外，重大工程如高速公路、觀光飯店、水壩、及橋樑，已將許多過去的淡水貝棲息地點「永久性」的破壞。由1989年起，作者本人連續五年追蹤大甲溪中游11個淡水貝的豐產地，但由1991年起已有四種淡水貝在此11處完全絕跡。

中山大學生科系也曾在國科會科教處：「台灣河川及沿海水質環境教育教材的設計與研究」計畫的支援下，做過台灣河川水資源資料的研析，其結果可以配合每年新增的調查，而長期性的隨時更新資料，發展在環境教育的應用上。

四、陸域環境變遷與陸棲貝類生物指標

陸棲貝類一般被稱為蝸牛，但包括許多種的蛞蝓，大多棲息在原始林、落葉林、雜草原、瀑布附近、陰暗潮濕、有石灰質的地帶、或低海拔山區、或熱帶林等開發等地方，庭院角落、水溝也常可發現到牠們的蹤跡。

臺灣產的蝸牛，約有二百餘種，因地區之分佈而有不同，如臺灣北部常見有史因福大蝸牛(Nesiohelix swinhoei)、臺灣大山蝸牛(Cyclophorus formosensis)、和臺灣盾蝸牛(Aegista mackensii)等，臺灣中南部有粟蝸牛(Coniglobus nux)、和各種煙管蝸牛(Hemiphaedusa spp.)，恆春半島常見青山蝸牛(Leptopoma taivanum)、斑卡拉蝸牛(Pancala batanica pancala)、和球蝸牛(Acusta tourannensis)等。各地均最常見的有扁蝸牛(Bradybaena similaris)及非洲大蝸牛(Achatina fulica)，但並非原始生態環境的代表種，反而多是跟著人類開發而散佈各地的，特別是非洲大蝸牛，原產於東非，由新加坡引進後，曾引起相當嚴重的農害。

陸棲貝類與棲息地環境的關係密切，大山蝸牛及班卡拉蝸牛多棲息在樹下枯枝腐葉堆或碎岩屑中，蛞蝓在石下或潮濕的樹幹上，盾蝸牛及白高腰蝸牛(Coniglobus albida)、及青山蝸牛多棲息在樹葉及枝幹上，扁蝸牛則廣泛棲於樹葉、樹幹、石塊上，庭園溼土中或牆壁上也可以發現。青山蝸牛和白高腰蝸牛多半在原始林內發現，而非洲大蝸牛則多棲息於人工開發地周遭之範圍內，其分佈與人為開發區有地緣上的關係，是陸棲貝類中最特別的指標──「人為開發指標」。例如屏東好茶山區的非洲大蝸牛，在新好茶地區發現的數量少，而在舊好茶地區則數量極多，推測可能因為好茶的居民於遷村至新好茶之前，已在舊好茶居住了許多年，所以現在舊好茶雖為無人居住的廢墟，但是人工化的情形反較新好茶早了許多年，所以非洲大蝸牛數量在舊好茶反比新好茶多。

陸棲貝類因行動特別緩慢，環境突然改變時經常逃避不及，為最脆弱之動物資源，經不起工程開發或森林遊樂區大量遊客湧入之衝擊。近年來台灣陸域生態系統也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壓力，雖然台灣原來孕育許多特有的動植物種，但因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許多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遭受到極大的破壞，貝類族群巨幅消長，外來種反因缺少天敵等因素而成為新優勢種。台灣各地區原有生物相的調查，是目前亟待進行之工作，以作為未來自然生態與特有生物資源保護之依據及鄉土環境教育之基本素材。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自成立以來，對環境生物學一直極為重視，曾分別在嘉義縣的阿里山鄉，屏東縣的來義鄉、三地鄉、瑪家鄉、霧台鄉、滿州鄉、牡丹鄉、麟洛鄉，及台東縣的達仁鄉，進行台灣本土性動物資源的研究，完成陸域軟體動物相之生態調查，以了解貝類在這些地區之分佈、數量、及其與環境的關係，在各調查範圍內辨別分佈廣、數量多、及在特定棲所相對豐度高的優勢種。除建立各鄉土貝類動物相之外，並對特定種類的整體分佈、生態環境、及其在寄生蟲病之宿主關係上作初步的探討。

例如在所調查之滿州鄉，大半地區早已劃入墾丁國家公園範圍，依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劃分的管理分區：佳樂水為遊憩區，出風鼻沿岸為海岸特別景觀區，南仁山石板屋為史蹟保護區，而國家公園的生態保護區在滿州鄉東部，大部分為原始林，照理環保工作應該是做的最好的，但未限制遊客或汽機車甚至卡車的進出，近年墾丁、鵝鑾鼻通往佳樂水等地的道路修建完成，外來遊客大量進入所謂登山戲水之場所，整個地區正面對生態環境劇變的衝擊。再如瑪家鄉由於瑪家水庫的預定興建，屆時整個好茶瑪家地區將被淹沒，必定影響現有的生態環境，生物資源調查應更加速進行，而原生陸貝本身就是開發前後生物指標的對照組，如此才能對道路、水庫興建如何改變生態環境做正確的評估。

五、結語

許多土地開發公司以能見到流螢為號召，但就是由於土地開發，螢火蟲才逐年減少。因為在螢火蟲生活史中有卵、幼蟲、蛹、及成蟲四個時期，但只有幼蟲期必須攝食，其食物即為陸貝及淡水貝，攝食的陸貝包括台灣山蝸牛、扁山蝸牛、薄菱蝸牛、史因福大蝸牛、扁蝸牛、球蝸牛、橡實蝸牛、班卡拉蝸牛、台灣盾蝸牛等，淡水貝則包括石蚌、台灣蜆、瘤蜷、網蜷、川蜷、小椎實螺、石田螺、囊螺等。土地開發使生態環境改變，原有貝類難以生存，沒有合適的貝類就沒有螢火蟲。因此即使小至一條道路的開闢或拓寬、柏油路面的舖設，都會因環環相扣，而影響到各種類生物資源的消長。

臺灣位於熱帶及亞熱帶之間，氣候溫暖雨量充沛，因森林茂密又有高山造成的區隔，原孕育有豐度高、多樣性大之各種貝類。近年來因人口增加、土地利用飽和，連山坡、河床地區也被開發，加以在利用自然環境資源時，多未事先作好資源調查與保護的工作，不論海、陸域生物的生存均受到日益嚴重威脅，特別是臺灣海域環境受河川影響極大，河川一直是臺灣海域污染的主因之一，故不論海、陸域原有動物資源均應儘速調查。在中山大學生科系的報告中，有許多種為特有或稀有之貝類，藉由類似的研究，可逐步建立起整個臺灣地區軟體動物種源的資料庫，以作為生態保育及資源利用的參考依據，並作為環境變遷或污染評估的指標，這些地域性生物相的調查，亦可為生物地理學提供重要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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